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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陆地资源日趋匮乏，深海采矿业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然而，海
底勘探开采作业会带来一系列环境影响，特别是开采过程产生的沉积物羽流会对深海生态环境产

生影响和破坏，开展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研究对深海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国内

外深海采矿及沉积物羽流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１）沉积物羽流主要产生于深海采矿作业对海

底表层沉积物的搅动过程和矿物预处理的尾矿排回海洋的过程，沉积物羽流会携带大量悬浮颗粒

物质，对海洋水环境、海底沉积环境和海洋生物生态环境等产生一定的影响；（２）原位观测、室内实

验和数值模拟是目前国内外沉积物羽流研究的主要方法，由于其各自的优缺点，综合采用 ３ 种方法

开展深海采矿区沉积物羽流环境影响评估，探索羽流输运扩张机制和影响控制因素，成为研究的热

点方向；（３）当前沉积物羽流在输运机理研究、原位观测时间尺度、环境影响标准阈值等方面仍存

在短板，未来需要加强多学科合作，运用多种手段，深入开展沉积物羽流输运机理、模型精细化预

测、深海数字孪生系统和物种扰动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以期丰富深海勘探开发活动环境影响评价方

法，促进深海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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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面积辽阔，占地球总面积的 ７０％以上，浩
瀚的海底不仅是生命起源、板块构造和海底扩张等

活动的发源地，也是一个充满资源的宝库，存储着丰

富的多金属结壳、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资

源［１⁃２］。 近年来，随着陆地资源的日趋匮乏以及人类

对海洋资源的日益关注，海洋勘探、海底采矿等海洋

资源的开发利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海底金属矿产

被认为是深海最具潜力的开发领域之一。 深海矿产

资源勘探和开采技术将会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

前沿科技水平的关键因素，对于维护国家海洋资源安

全和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３］。
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的话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国家和科学组织针

对深海采矿可能引起的环境破坏问题，相继开展了

一系列的调查和实验研究工作。 根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规定，为了保护和保全深海生物多样性

和海洋自然环境，防止、减少和控制采矿活动对海洋

环境的破坏、污染及其他危害，参与国际海底区域勘

探和开发活动的国家和组织必须进行深海勘探开发

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监测和评价［４］。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已开始在深海

进行勘探、开采实验和试采工作的探索［５］，但深海采

矿目前仍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采矿技术复

杂，成本高昂。 其次，深海环境恶劣，开采环境对设备

要求较高。 另外，深海采矿活动可能对周围生态系统

和环境产生破坏。 采矿作业过程中，底部扰动、噪声、
放射性物质等都会影响深海生态环境，深海矿产的开

采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泄漏、废弃物排放等情况，从
而对周围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损害［６］。

沉积物羽流是指海底扰动或矿物开采活动过程

中在海洋底部产生的、悬浮着大量颗粒物质的特殊

水流。 深海采矿过程对海底进行矿物收集、冲洗、破
碎和研磨等操作，以及集矿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产

生沉积物羽流［６］，导致海底沉积物浊度浓度提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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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恶化，直接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对深

海生态系统和环境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 目前，对
深海采矿产生的沉积物羽流扩散范围和影响程度还

不能进行可靠的估算，因此开展深海采矿沉积物羽

流研究，确定沉积物羽流的形成机制、影响程度和范

围，对于深海勘探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估与保护

深海生物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
阐明深海采矿及其产生的沉积物羽流对环境的影

响，从原位观测、实验室实验和数值模拟方面总结沉

积物羽流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

展望，以期丰富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研究方法，促进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１　 沉积物羽流对环境的影响

１．１　 沉积物羽流的产生过程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各国进行深海矿产资

源的开采技术研发，经历了连续链斗式、自动穿梭艇

式和管道提升式［７⁃８］ 等不同方案的尝试。 目前，国
内外研究较多的开采技术为管道提升式深海采矿方

案。 管道提升式开采一般由 ４ 个部分组成：海底集

矿系统、海中矿物提升系统、海面矿物处理系统和海

中尾矿排放系统［９⁃１０］。
管道提升式深海采矿方案通常包括 ３ 个主要阶

段：第一阶段是确定采矿目标区域，远程操纵海底矿

车进行钻探、切割或挖掘工作，从海底采集矿产资

源；第二阶段通过泵和管道将矿物从海底输送至海

面，并进行筛选、清洗、浮选等工作去除多余杂质；最
后，在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需要经过适当的处

理和评估后，通过尾矿排放口输送至合适的位置进

行排放［１１⁃１２］，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影

响。 深海采矿的基本操作流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深海多金属结核采矿系统及环境影响示意图［１３⁃１４］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根据目前的深海采矿流程，矿物预处理和尾矿

的排放，产生沉积物羽流主要有以下 ３ 个阶段，一是

海底作业阶段：海底采矿设备作业时的机械运动对

海底表层沉积物进行搅动，破坏海底沉积物原有的

结构、构造，使得部分沉积物悬浮于水体中产生沉积

物羽流［１５］；二是矿物收集阶段：矿物通过管道提升

输送、海面船上选矿过程中部分沉积物扩散到水中，

形成沉积物羽流［１６］；三是海面矿物处理阶段：输送

至采矿台或生产船的矿物进行预处理后产生的包括

废水、沉积物和其他细粒固体颗粒物在内的尾矿通

过排放口排回海洋的过程［１７］中，固体物质扩散到水

中，形成沉积物羽流。 深海采矿所产生的沉积物羽

流悬浮浓度高，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会对海底

底质、深海水环境和生物群落产生重要影响［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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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深海采矿最关键的环境问题之一是沉积物羽流

问题，明确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产生变化机制，评估

沉积物羽流对深海环境的影响，是当前深海采矿环

境影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１．２　 沉积物羽流对环境的影响

１．２．１　 对海洋水环境的影响

海底作业产生的沉积物羽流会携带大量沉积

物、矿物碎屑等颗粒物质，持续时间长、扩散范围广，
极大地增加了深海水体的浊度，影响海水透光性，进
而影响海水表层的初级生产力。 尾矿排放产生的沉

积物羽流混合了粗矿物处理的有害物质，导致采矿

区域及羽流影响的区域重金属等毒性物质浓度上

升。 此外尾矿排放的沉积物羽流会随着海流扩散到

附近海域，造成局部海水温度降低，进而影响海水的

生态环境［１３，１８］。

１．２．２　 对海底底质的影响

深海金属矿区表面通常被多金属结核或岩石覆

盖，这些物质的存在较大提升了海底面的硬度。 当

金属矿物被开采时，首先需要将表层金属矿物进行

破碎、搅动，从而造成表层沉积物的扰动和悬浮，这
些扰动产生的沉积物羽流会携卷大量沉积物向采矿

区外围扩散，较重的颗粒物会在采矿区周围迅速沉

降，较轻的悬浮物可能随着海底洋流漂浮至其他区

域，影响范围可能非常大［１９］。 根据沉积物羽流影响

的范围，沉积物的粒度可能会向更粗或更细方向变

化，从而导致海底沉积物成分和粒径的改变。 一个

非致密表层沉积物的形成可能要经过上百年，因此

长期性的大型深海采矿活动会改变采矿区及其附近

海域的沉积物特征、地形地貌［２０］。

１．２．３　 对生物群落的影响

沉积物羽流携带的悬浮颗粒物可能会造成海底

动物的窒息，悬浮颗粒物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沉降，可
能会掩埋底栖生物，破坏生物栖息地［２０］。 羽流会增

加水体浊度，掩盖海洋动物的生物化学信息，影响生

物求偶、觅食和繁衍等行为从而减少再生产率。 尾

矿排放沉积物羽流会导致光合作用带浊度增强，从
而降低光的利用率，导致初级生产率显著下降，甚至

影响到高营养等级的生物的生存；在羽流的作用下，
无机悬浮物的浓度上升，导致浮游动物摄入更多无

机颗粒物，导致生长率降低［６］。

１．２．４　 其他影响

大部分海底作业及收集设备都会产生噪声，用
于监测、调查的运载机等设备会发出强光，矿物采集

也需配合光源以便指挥控制作业。 深海生物的信息

感知系统较为独特，部分生物可以产生微弱的光

源［２１］，而其他一些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则可以感觉到

生物发光，深海的生物群落通过生物发光现象获取、
传递信息，达成较为稳定的状态［２２］，而人工强光源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这种稳定，甚至直接伤害

一些生物的感光器官。 水对声波的吸收和散射作用

更小，采矿产生的噪声在水下传播范围更广，可能会

干扰部分依赖声波信息的生物的感知，使其导航、捕
食等行为紊乱。 深海采矿作业和羽流的产生过程

中，可能会导致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在水体中扩散，重
金属浓度的提高会产生潜在影响，有毒物质在食物

链中积累，对深海生物造成伤害。

２　 沉积物羽流的国外研究进展

为了探索深海扰动与沉积物羽流形成的关系、
沉积物羽流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学者们不断尝

试和改进调查方法，得到了不同研究区域沉积物羽

流的观测数据；研究人员也进行了若干深海扰动的

模拟实验，以此来探究沉积物羽流的成因及动力特

征。 除了观测和实地调查之外，数值模拟也是研究

沉积物羽流的一种常用方法。 采用多种不同的数值

模型对深海扰动产生的沉积物羽流进行了模拟研

究。 本节将分别从沉积物羽流的观测实测与数值模

拟的研究进展展开。
２．１　 原位观测与室内实验

２．１．１　 沉积物羽流的原位观测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

观测站在北大西洋布莱克海底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

深海采矿环境影响实验，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海底沉

积物排放产生的表面羽流及其造成的营养盐生态影

响［４］。 此后，多个研究团队进行了实验，表 １ 介绍

了深海采矿原位观测实验情况。
１９７８ 年美国监测海洋管理公司（ＯＭＩ）和海洋

采矿协会（ＯＭＡ）在 ＤＯＭＥＳ 的 Ａ 区和 Ｃ 区进行实

验性采矿影响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试采过程中会

在集矿机附近形成离海底约 ５０ ｍ 高的水体扰动区，
较小的颗粒随底层流扩散形成沉积物羽流，颗粒物

浓度为 １５～１５０ μｇ ／ Ｌ［２３］。 开采实验后 ６～７ 天，距离

开采地 １６ ｋｍ 的下游（距海底 ２ ｍ）的海底颗粒物浓

度增加， 底部羽流的水平扩散速度约为 ３ ～ ４
ｃｍ ／ ｓ［２４］。 尾矿废水在表层排放，采矿船周围会形成

数百米宽的表层羽流带，排放 １５ ｍｉｎ 后表层羽流中

悬浮颗粒浓度高达 ９００ μｇ ／ Ｌ［２５］。 １９７９ 年春季，在
红海的“亚特兰蒂斯 ＩＩ 深海”成功进行了金属含泥

浆的预开采实验，约有 １ ６００ ｍ３的尾矿从管道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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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４００ ｍ 的海域。 回声测深仪监测数据显示，颗
粒物的最大浓度分布在排放深度以下 ３００ ～ ４００ ｍ
水深处［２６］。 在洋流的驱动下粒子示踪实验显示颗

粒物最远可以漂流到距离排放点 ９０ ｋｍ 处［２７］。 此

后，由美国、德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开展了多项扰动测

试实验。 自 １９９１ 年起，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采用扰

动器陆续进行了底层影响实验（ＢＩＥ 实验），实验的

目的是通过人工扰动海底表层沉积物来研究沉积物

的沉降、再悬浮及其混合过程和尾矿在离海底 ５ ｍ
高处排放的环境影响［２８］，结论显示海底扰动的大小

不仅取决于扰动的时间和距离，还与研究区域的海

底原位沉积特征密切相关［２９］。 ２００１ 年，Ｓｈａｒｍａ 等

使用名为“深海底部悬浮物再悬浮系统（ＤＳＳＲＳ）”

的底部扰动器进行了海底扰动实验。 实验在扰动区

域周围部署了深海观测设备来记录扰动前、中、后的

沉积物通量数据，并通过水下定位系统和高速相机

等来研究模拟扰动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海底干

扰会导致沉积物再悬浮和再沉降，从而对海洋生态

系统产生各种影响［３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比利时和加

拿大采矿公司分别在各自矿区开展了深海采矿实

验。 这些实验研究获取了大量的深海采矿区物理、
化学、生物等基线监测数据和长时间的跟踪监测数

据，但实验主要是集中在短时间、小尺度范围内的原

位扰动实验，与实际大型的商业开采作业程度有较

大差异。

表 １　 深海采矿原位观测实验概况

Ｔａｂ． １　 Ｉｎ ｓｉｔ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ｓ

实验简介 时间 研究焦点 结论 ／ 结果

美国 监 测 海 洋 管 理 公 司

（ＯＭＩ ） 和 海 洋 采 矿 协 会

（ＯＭＡ）进行的实验性采矿

影响研究

１９７８ 年
试采过程中水体及沉积物扰动产生的沉

积物羽流颗粒物浓度及扩散速度

集矿机附近形成离海底约 ５０ ｍ 高的水体扰动区，颗粒

物浓度为 １５～１５０ μｇ ／ Ｌ［２３］ 。 实验后 ６～ ７ 天，开采地下

游（距海底 ２ ｍ）的颗粒物浓度增加，底部羽流的水平扩

散速度约为 ３～４ ｃｍ ／ ｓ［２４］ 。 尾矿废水在表层排放，采矿

船周围会形成数百米宽的表层羽流带，排放 １５ ｍｉｎ 后

表层羽流中悬浮颗粒浓度高达 ９００ μｇ ／ Ｌ［２５］

位于红海的“亚特兰蒂斯 ＩＩ
深海”多金属软泥的预开采

实验

１９７９ 年 尾矿排入深海造成的沉积物扩散情况

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分布在排放深度以下 ３００ ～ ４００ ｍ 水

深处［２６］ ，颗粒物最远可以漂流到距离排放点 ９０ ｋｍ

处［２７］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进行海底影响实验（ＢＩＥ 实

验）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 年

通过人工扰动海底表层沉积物来研究沉

积物的沉降、再悬浮及其混合过程和尾

矿在离海底 ５ ｍ 高处排放的环境影

响［２８］

海底扰动的大小与扰动的时间、距离和研究区域的海底

原位沉积特征密切相关。 开采 ９ 个月后该区域部分小

型底栖动物的丰度下降，大型底栖动物的数量增加［２９］

“深海底部悬浮物再悬浮系

统”底部扰动器开展海底扰

动实验

２００１ 年

在扰动区域周围部署了深海观测设备来

记录扰动前、中、后的沉积物通量数据，
并通过水下定位系统和高速相机等来研

究模拟扰动的影响

海底扰动会导致沉积物再悬浮和再沉降，从而对海洋生

态系统产生各种影响［３０］

韩国使用“Ｍｉｎｅｒｏ”采矿机器

人”开展采矿实验
２０１３ 年 完成 １ ３７０ ｍ 的深海采矿实验 采集多金属结核 ２８ ｔ

比利时 ＧＳＲ 深海采矿公司

进行海底开采实验
２０２１ 年

在东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Ｃｌａｒ⁃
ｉｏｎ⁃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 Ｚｏｎｅ，简称 ＣＣ 区）矿区完

成 ４ ５００ ｍ 水深海试

成功采集 １ ２００ ｔ 深海多金属结核，采集效率高达 １１０～
１２０ ｔ ／ ｈ

加拿大 ＴＭＣ 深海矿产资源

开发公司开展采矿实验

２０２２ 年 ９
—１１ 月

在 ＮＯＲＩ⁃Ｄ 矿区完成采集提升实验 成功采集 ４ ５００ ｔ 矿石，采集效率可达 ８６．４ ｔ ／ ｈ

　 　 此外，为了理解羽流中粒子的沉降行为、再沉积

颗粒物的侵蚀潜力，以及测试近底层的羽流扩散和

动力学是否符合海洋动力学和沉积物输运模型，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等利用高精度制图、地球化学和生物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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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扰动和未扰动区域进行观测，结果表明深海

矿业挖掘活动产生的沉积物羽流的颗粒沉降行为取

决于颗粒的沉降速度、推动颗粒沉降的水流速度、沉
降颗粒的松散度、悬浮质量浓度等因素［３１］。 Ｈａａｌ⁃
ｂｏｏｍ 等在采矿车辆 Ａｐｏｌｌｏ ＩＩ 上安装浊度传感器、声
学记录仪和测沙仪（ＬＩＳＳＴ）等设备，并利用在海底

定点的测量设施，包括多普勒声学剖面仪（ＡＤＣＰ）、
温盐深（ＣＴＤ）装置、沉积物捕获器、后向散射声学光

谱仪（ＯＢＳｓ）等观测羽流。 同时，在采集数据的过程

中采用了采样器采集水样以验证传感器数据。 采用

这些技术设备的组合，有效地观测和记录了由采矿

车辆产生的羽流扩散过程中的悬浮颗粒浓度变化和

沉淀等性质［３２］。 Ｍｕñｏｚ⁃Ｒｏｙｏ 等针对深海多金属结

核矿的开采活动进行观测，在研究中使用了声学和

湍流测量仪器来监测和跟踪沉积物羽流，经分析得

出沉积物羽流的影响规模与深海活动沉积物的排放

量成正相关，并受到环境可接受阈值水平的限

制［３３］。
沉积物羽流原位观测的重点是沉积物羽流产生

后海水中悬浮物浓度的变化、羽流的扩散情况以及

海洋水文数据，声学设备和海流观测设备能较好地

收集羽状流的动力参数及附近悬浮物浓度数据，已
成为海底扰动及沉积物观测的常用方法。

２．１．２　 沉积物羽流的室内实验

现场原位观测经常会受到海洋环境条件和安全

性等的限制，室内实验成为研究沉积物羽流的常用

方法之一。 研究人员通常采用的实验方法有：在工

程区域进行海底扰动实验、实验室模拟工程区域环

境条件并进行悬浮物沉降、再悬浮、絮凝等过程实

验。 这类实验可以更加便捷地观测沉积物羽流的性

质及动力特征，并可根据需求修改实验参数来模拟

深海采矿在不同环境下产生的沉积物羽流，是一种

科学、便捷的研究方法。
Ｏｅｂｉｕｓ 等根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秘鲁海盆的航

次调查，通过实验室模拟了采矿系统的扰动过程，研
究采矿活动引起的海底沉积物物理侵蚀、再悬浮和

沉积过程，估算了采矿造成的海底沉积物迁移和扩

散，得到不同粒径、不同浓度的颗粒在海底的沉降速

度，以此评估扰动对海底环境影响的空间和时间尺

度［９］。 Ｃｈｏｉ 等通过太平洋开辟区的调查样品，从沉

降速率、影响范围、扩散过程等方面研究沉积物的扩

散情况，分析了海底沉积物的抗剪切强度，估算了扰

动造 成 的 海 底 沉 积 物 的 环 境 影 响［３４］。 此 后，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使用海底沉积物、底栖生物和海水等样

品，在实验室模拟深海环境进行沉降实验，使用高清

数字视频摄像机、浊度测量仪等工具来观测产生的

羽流，测量悬浮泥沙的浓度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沉
积物羽流在海底的影响范围将受到沉积物絮凝和现

场背景浊度的限制［３５］。 Ｍｉｎｇｏｔｔｉ 等设置了 ８５ ｃｍ×
４５ ｃｍ×４５ ｃｍ 实验装置，将颗粒和水混合物通过喷

嘴喷入装置中，分别模拟了海床底部扰动及尾矿排

放时产生的沉积物羽流，使用照相机对整个过程进

行间隔拍照获取羽流的形状，探究深海采矿过程中

羽流产生的原理，评估深海采矿期间羽流对环境的

影响［３６］。
室内实验可以根据设定的扰动实验模拟羽流产

生和运动情况，可以研究深海环境下不同沉积物颗

粒的沉降速度、抗剪切强度、絮凝过程等，可为沉积

物羽流的扩散特征和参数化过程提供科学支撑。
２．２　 沉积羽状流的数值模拟研究

原位观测和实验室模拟的研究方法成本较高，
在研究沉积物羽流时，数值模拟也是一种常用方法。
自 ２０ 世纪以来，学者们采用多种不同的数值模型，
如 ＲＯＭＳ［３７］、 ＭＳＥＡＳ［３８］、 ＴＥＬＥＭＡＣ⁃３Ｄ［３９］、 ＨＹ⁃
ＣＯＭ［４０］等对深海扰动产生的沉积物羽流进行了模

拟研究。 其中，基于平流扩散方程的流体力学模型

和基于平滑粒子流体动力学（ＳＰＨ）方法的模型被广

泛研究和应用。

２．２．１　 平流扩散模型

上世纪末，研究人员通过实地实验数据作为输

入，基于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和平流⁃扩散方程进行了

沉积物羽流的数值模拟。 不同的模型在模拟方法和

参数选取上存在差异。
Ｚｉｅｌｋｅ 等采用拉格朗日模型，评估了深海采矿

活动产生的沉积物羽流的停留时间。 该模型针对沉

降速度极小的颗粒物，能模拟海底边界层中的密度

流。 结果显示，排放羽流的停留时间不仅取决于泥

沙沉降速度和扩散系数，还取决于周围环境的速度、
密度流和分层情况［４１］。 Ｄｏｉ 等的模型通过模拟底层

流场来模拟沉积物羽流，模型考虑了温度和盐度参

数，关注了悬浮颗粒的负浮力流，可以模拟不同释放

速度的颗粒物，并通过设置上升喷流来模拟扰动器

两端的再沉积峰值［４２］。 该模型应用于日本深海撞

击实验，结果显示泥沙的负浮力效应对于提高模型

的预测精度起着重要作用。 Ｓｅｇ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等［４３］ 和

Ｒｏｌｉｎｓｋｉ 等［４４］的模型采用大尺度海洋输运模型与拉

格朗日输运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太平洋排放的羽

流进行了数值模拟，重点关注释放沉积物的长时间

输运，但在计算中没有考虑到排放羽流本身的性质。
相比之下，Ｈｅｓｓ 等［４５］ 和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 等［３９］ 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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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则更加注重实际情况下深海开采活动产生的沉

积物羽流。 Ｈｅｓｓ 等构建的模型是一个典型的平流⁃
扩散方程，该模型利用 ＤＯＭＥＳ 项目的实验数据作

为验证。 设定水平流速为常数，垂向考虑了沉积物

羽流的排放速率、沉降速度和垂直混合层的影响，但
忽略了垂向的扩散，可应用于大尺度的深海开采工

况。 而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ｉ 等的模型则着重于底部边界层的

准确描述，假定底部边界层具有对数速度剖面，考虑

了临近海底的垂直混合现象，并同时考虑了颗粒清

除、海底侵蚀、颗粒沉降和絮凝等现象，在多种因素

的综合作用下模拟了深海水环境中的沉积物羽流，
并利用 ＤＩＳＣＯＬ 项目的实验数据进行验证。 该模型

考虑了底部边界层和深海水环境中颗粒物的实际情

况，提高了模拟精度和实际应用性，可模拟移动源的

沉积物羽流和大尺度深海开采工况，在研究沉积物

羽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２．２．２　 光滑粒子流体动力学模型

光滑粒子流体动力学（ＳＰＨ）是一种基于粒子离

散偏微分算法的方法，通常用于拉格朗日方程的离

散化，已成功应用于自由表面流动、复杂流体流动、
流固表面相互作用等多个领域，在模拟泥沙输运问

题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特别是涉及水下设备操

纵与沉积物底床之间的流体结构相互作用［４６］。
Ｂｉａｎ 等团队采用了 ＳＰＨ 方法对悬浮在流体中

的固体颗粒的多尺度建模进行研究，将宏观的 ＳＰＨ
法与介观的耗散粒子动力学（ＤＰＤ）方法相联系，建
立了固体颗粒悬浮液的模型［４７⁃７８］。 该模型采用核

函数对流体进行离散化，采用了排斥和黏滞力来进

行扰动修正，成功地模拟了不同密度、不同流速下固

体颗粒悬浮液的流动情况，为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

的数值模拟研究提供了参考。
Ｅｒｗａｎ 等［４９］针对涡流底泥输送和在海底附近

或上方移动设备产生的扰动，基于 ＳＰＨ 方法建立了

数值模型，该模型将流体⁃颗粒系统视为等效介质，
采用体积分数、剪切速率相关的参数进行沉积物和

水混合物的复杂流变行为建模，重点关注了湍流、
非牛顿流体行为、底泥输送和流体⁃结构相互作用

等因素，该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水流与沉积物的混

合结构，为沉积物羽流的数值模拟研究提供了技

术支撑。 Ｔｈｉｅｎ 等［５０］基于 ＳＰＨ 开发了一种用于研

究与海底采矿作业相关的海底沉积物传输的混合

模型，并通过消息传递接口并行的算法来加速三

维平滑粒子流体动力学的仿真。 该研究很好地模

拟了海底采集多金属结核的技术活动导致地沉积

物羽流运动。

ＳＰＨ 模型可以将流体和沉积物颗粒视做共同

存在且相互渗透的连续介质，具备较好的精度和准

确性，在研究沉积物羽流的动力学过程、羽流射流后

与周围海水的相互作用过程、沉积物初始浓度对羽

状流流动特征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会

受到计算机内存和 ＣＰＵ 处理速度的影响。
２．３　 综合方法

原位观测可以获得现场监测资料，室内实验可

以获取沉积物羽流的不同运动过程的参数，数值模

拟可以详细给出沉积物羽流的动态变化过程，不同

研究方法各有优劣，３ 种方法的共同使用成为当前

深海采矿羽流模拟的研究热点。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于 ２０１６ 年在加那利群岛海底进行

了深海羽流原位实验，并在实验室对现场沉积物进

行了详细的室内模拟和参数测量工作，同时使用

ＴＥＬＥＭＡＣ⁃３Ｄ 模型对羽流扩散过程进行了数值模

拟［３５］。 该实验将原位测试、室内实验和数值模拟相

结合，通过控制海底沉积物羽流的形成，在现场使用

着陆器测量沉积物羽流浓度，分析了扰动实验后不

同时间不同高度处的悬浮泥沙浓度情况。 结果显

示，在进行的 ３６ 次扰动实验中，原位观测装置捕捉

到了 １９ 次悬沙浓度的异常。 后续需要利用预测模

型修正监测点的布放位置，以期获得更好的监测验

证结果。
２０１９ 年，Ｈａａｌｂｏｏｍ 等在东太平洋 ＣＣ 区 ４ ２００

ｍ 深的海底进行了 １２ ｈ 的小规模扰动实验，使用光

学和声学浊度传感器及海流计，对实验中扰动前后

沉积物羽流的扩散行为进行了监测［５１］；Ｐｕｒｋｉａｎｉ 等
使用麻省理工学院总环流模型（ＭＩＴｇｃｍ）对此次人

为扰动产生的沉积物羽流扩散进行了数值模拟，模
拟结果能较好地与现场观测到的悬浮物浓度及再沉

积范围拟合［５２］；模型结果说明，沉积物羽流水平扩

散程度与海床的地形及悬浮物的释放高度有较高相

关性，而垂向扩散程度与近底层垂向混合过程的强

弱有较高相关性。
Ｇｉｌｌａｒｄ 等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工业规模采矿作业

产生的沉积物羽流的影响，通过原位监测、实验室实

验和构建传输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影响沉积

物羽流过程的可靠性参数、分析可能降低沉积物羽

流影响的最佳排放条件［４０］。 该研究用多芯测井仪

（ＭＵＣ）从德国位于东太平洋 ＣＣ 区多金属结核勘探

许可证区域内的 ９ 个地点获得了海底沉积物样本，
并在东部部署的 ３ 个系泊装置获得了水流速度和方

向以及海底附近背景浊度的长期数据，在实验室实

验中测定了颗粒沉降速率、临界剪切速率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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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ＩＴｇｃｍ 构建了沉积物羽流的三维模型，通过

求解被动示踪剂方程来模拟泥沙输移，并为每种泥

沙类别添加额外的沉降速度和泥沙来源，以评估实

验结果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并预测研究地点的泥

沙输移，结果表明深海流动条件下采矿产生羽流中

较大颗粒会相对快速沉积，在高湍流条件下高含沙

量（大于５００ ｍｇ ／ Ｌ）的沉积物会快速发生絮凝。
综上，目前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研究方法中，现

场实测是目前国际上沉积物羽流研究的广泛采用的

方法，但成本较高，并且容易受到天气、环境等外部

因素的干扰；实验室实验可以获取沉积物动力学的

相关参数，在沉积物羽流动力学机理等方面比较可

靠，但存在实验尺度有限，测量和实验方法受限等问

题。 数值模拟作为当前应用方便、成本低廉的方法

逐渐推广，但由于深海环境复杂，精度和准确性还有

待提升。 因此综合使用原位观测、实验室实验和数

值模拟的方法对深海采矿区产生的沉积物羽流进行

研究，揭示沉积物羽流动力学过程和对海底环境、生
物物种等影响的研究，探索沉积物羽流影响的控制

因素，减小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的环境影响，成为深

海采矿沉积物羽流研究的常用方法。

３　 沉积物羽流的国内研究进展

３．１　 深海勘探研究

深海环境极为复杂，对海底观测的装备和技术

要求较高［５３］。 近年来，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勘探评估

工作不断推进，深海矿产开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
深海资源勘测技术及装备领域实现了多次更新换

代［５４］。 传统装备功能少、操控性差、工作时间短，难
以满足深海矿产资源开发需求，现代装备如“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海龙”系列遥控潜水器、全覆盖多

波束测深系统、高精度测深侧扫探测系统等，功能丰

富、操控性强、精度高，续航能力相比于传统设备有

了较大提升［５５］。 海底勘探装备的发展可实现大深

度海洋资源勘探任务，可以更准确、便捷地观测海底

开采产生的沉积物羽流，以研究其生成机制、运动特

征，从而研究其对深海环境的影响。
我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探索深海金属矿产

资源开发技术和装备。 １９９０ 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大

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中国大洋协会）申请国

际海底矿区，并将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开发作

为国家长远发展项目，正式拉开了中国系统性进军

深海大洋的序幕。 １９９１ 年，中国大洋协会在 ５ ０００
ｍ 水深的东太平洋 ＣＣ 区获得了 １５ 万平方千米的

多金属结核资源开辟区，成为在联合国国际海底筹

委会登记的第 ５ 个“先驱投资者”。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中

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多金属结核矿区

《勘探合同》，确定了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专属

勘探权和优先开发权的第一块矿区。 此后，中国先

后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多金属结核、富钴结核

和多金属硫化物共 ５ 份勘探合同，矿区面积达 ２３．５
万平方千米，使我国具备了全方面开发深海矿产资

源的基础。 中国大洋协会使用多波束探测系统、深
海拖曳光学系统、ＣＴＤ 和 ＡＤＣＰ、多管取样器和箱式

取样器、浮游生物拖网等技术手段，进行了深海环境

基线调查作业，已开展了近 ３ ０００ 个站位的地质取

样，获得了大量样本，为我国继续开展采矿环境影响

实验提供了基础［５６］。 中国五矿矿区位于东太平洋

ＣＣ 区，自 ２０１７ 年开始在矿区开展资源勘探工作，完
成了矿区全覆盖多波束测深调查、９９ 个地质取样以

及约 ７６０ ｋｍ 海底摄像测线；北京先驱矿区位于西北

太平洋海山盆地，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完成了约 ４０ 万平

方千米区域的多波束测深调查、１５４ 个站位的地质

取样［５７］。 这些深海勘探实践有利于使我国的深海

资源从勘探转向开发，为深海的调查和观测提供了

支持。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长沙矿山研究院研制的

深海富钴结壳采矿头随中国“海洋六号”科考船在

南海成功开展了富钴结壳采掘实验，这是我国首次

开展深海富钴结壳采掘技术海洋实验。 ２０１７ 年，长
沙矿山研究院使用自主研制的海底采矿车在合同区

开展综合采矿实验。 ２０２１ 年 ７—８ 月，上海交通大

学研制出履带式深海重载采矿车“开拓一号”，并在

我国南海西沙海域成功完成 １ ３００ ｍ 级海底多金属

结核开采实验。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牵头研制的履带式深海底爬行式移

动作业平台完成 ４ ０００ ｍ 级海试任务。 综上所述，
我国在深海采矿装备和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 但由于我国深海采矿研究起步较晚，仍有

多项关键技术还在实验阶段，距离实际商业开采应

用还有较大差距［５８］。
３．２　 沉积物羽流的数值模拟

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使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

沉积物羽状流进行了一系列的应用和研究。 Ｓｈｉ 等
开发了两相 ＳＰＨ 数值模型，研究了海洋和海岸工程

中的泥沙输移问题［５９］。 Ｙａｎｇ 等基于 ＯｐｅｎＦＯＡＭ 建

立了模拟沉积物羽流与结核收集器前方倾斜移动板

块间相互作用的两相混合模型求解器［６０］。 通过已

有的实验（沉积物羽流与移动板块的相互作用结

果）和相应的 ＳＰＨ 数值模拟结果进行验证，并进一

步将移动板块和沉积物羽流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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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维数值模拟中。
在国内外沉积物羽流数值模拟研究的基础上，

Ｌｉｎ 等建立了基于 ＳＰＨ 的数值模型，探讨了深海结

核开采过程中的沉积物扰动对底栖生态系统的环境

影响［６１］。 该研究对小尺度采矿过程的沉积物扩散

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了不同沉积物释放速率下的

沉积物羽流运动，以评估深海采矿产生的沉积物羽

流对环境的影响范围，并进行了室内实验对比验证。
该数值模型较好地揭示了沉积物羽流的运动规律，
结果表明随着沉积物释放速率的增加，沉积物羽流

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稳定状态，并且从释放源

的位置到达更远的距离。 Ｌｉｕ 等采用拉格朗日模

型，结合中国南海的现场实验，分析了深海矿车与沉

积物羽流的动态相互作用［６２］。 该研究得出：矿车尾

部的涡旋结构对沉积物羽流的排放有重要影响，这
类结构能捕获尾部的羽流，抑制其横向扩展，这种抑

制的强度与采矿车的行驶速度有关。 刘港慧等采用

欧拉双流体模型，模拟了深海采矿细颗粒羽流，分析

海底排放羽流的演化和发展过程，探究羽流初始排

放质量浓度、排放速度对羽流扩散过程的影响，研究

结果可为深海采矿尾矿排放参数的选择提供参

考［６３］。
目前，国内沉积物羽流数模研究主要集中在模

型初步构建、模型参数测试和沉积物羽流影响因素

的探索研究中，此类数值模拟研究对于了解沉积物

羽流特性、评估深海沉积物羽流扩散的影响因素、确
定模型参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深海采矿

事业的发展，沉积物羽流模型在实际商业开采区的

构建和参数化过程模拟等方面还有待深入。

４　 存在问题与展望

４．１　 存在问题

４．１．１　 沉积物羽流的输运机理研究不充分

深海采矿目前的主流方式是射流集矿，其核

心关键问题是水力射流与深海物理、化学、沉积环

境的相互作用，涉及复杂多场合多尺度的耦合作

用机理。 目前对深海环境下，多因素的耦合作用

机理研究尚不深入，对沉积物羽流的输运机理的

了解还很有限，尚未完全揭示其形成和发展机制

的详细过程。 不同的沉积粒径在深海环境中的起

悬过程、沉降过程、再悬浮和絮凝等研究还有待深

入。 悬浮沉积物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取决于沉

积物羽流的颗粒组成、所在海域的扩散和稀释条

件。 沉积物羽流如何随时间和空间发生迁移转化

和演变目前知之甚少。

４．１．２　 现场实验观测时间尺度有限

尽管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关于深海采矿引起的

沉积物羽流影响的研究，但目前深海采矿原位观测

实验是断断续续进行的，因此羽流影响的实验结果

只能描述短期、小范围的影响，而缺乏长期商业采矿

过程中的大区域、长周期、叠加累积影响的研究结

果。 准确高精度的海底水文动力、沉积环境、生物化

学环境资料是研究沉积物羽流运动的基础。 已有研

究表明，深海海底并不是平静的海域，它也存在一定

的周期变化或季节变化，时常会发生流速达１５ ｃｍ ／ ｓ
的海底风暴［６４］，需要积累长时间序列的监测资料，
才能准确了解深海采矿区域的环境现状。 目前海底

深海观测已有多年历史，但多集中于各国的采矿区，
且沉积环境、生物生态等资料还需要积累和完善。

４．１．３　 环境影响标准阈值没有确定

深海矿产资源开采是一项庞大而且复杂的工

程，深海采矿通常是在水深达 ６ ０００ ｍ 的海域进行，
涉及复杂的海洋环境动力过程。 目前商业规模的采

矿系统处于实验过程中，采矿车类型、采矿工艺等仍

在不断更新优化，尾矿排放废水的排放位置仍然存

在诸多争议。 目前的影响研究多采用原位实验结果

进行沉积物羽流的影响分析，用于判定深海采矿环

境影响程度的标准阈值没有确定，进而导致沉积物

羽流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和空间尺度均存在较大

差异。
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对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

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的研究多通过小规模干扰实验

和其他观察评估其对海底环境的影响。 大型商业采

矿活动将会发生更大空间和更长时间尺度的扰动过

程，因此合理确定标准阈值，定量评估沉积物羽流的

环境影响程度成为研究趋势。
４．２　 展望

深海海底采矿扰动和预处理尾矿排放形成的沉

积物羽流影响是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环境问题的核

心，是开展海底作业区的环境监测、环境保护和生态

修复的基础。 尽管国内外海洋研究组织针对深海采

矿装置开展了多次扰动模拟研究，获得了沉积物羽

流的监测数据和模拟结果。 但由于原位实验的采矿

时间较短，实验区域较小，与商业矿产资源开采时间

３００ ｄ ／ ａ，开采面积约 ３００ ｋｍ２相差较大。 同时，深海

环境复杂多变，沉积物羽流的环境影响受温度、季
节、海底洋流、沉积物类型等多因素扰动影响，目前

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基于对当前

深海采矿沉积物羽流研究现状的梳理，未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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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重点可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加强多学科、多领域合作，通过现场原位实

验、室内实验室模拟和数值模拟等手段，研究沉积物

羽流扩散、沉降、再悬浮和絮凝等过程机理，确定不

同沉积物粒径在深海环境中的扩散系数、沉降速率、
絮凝系数等参数，深入深海环境沉积物羽流机理研

究。 深海矿产资源开采过程就是采矿设施对海底及

附近海域环境产生扰动的过程。 为了更好的保护深

海环境，未来需从羽流产生、运移、扩散、悬浮、絮凝

等过程中获取影响羽流大小的关键过程找出针对性

的抑制沉积物羽流再悬浮的关键因素，在深海采矿

区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制定方面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
（２）深海采矿作业引起的沉积物羽流对深海环

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可以通过建立深海采矿羽流

影响预测模型，预测羽流的扩散路径和影响范围，评
估其深海环境的影响。 模型需要包括近场和远场两

个过程，考虑深海物理、化学、生物、沉积等环境变

化。 目前羽流数值模拟中的许多经验参数和公式来

自近岸海域泥沙输运过程，缺少相应的实验室监测

数据和现场原位实验数据的对比验证，模拟结果准

确性及可行度较低。
未来针对海底采矿悬浮物动态变化过程、近海

水动力环境的长期原位监测技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和加深，通过原位监测数据对建立的模型结果进行

验证，通过实验室模拟实验，优化模型参数和羽流输

运过程公式，实现海底采矿沉积物羽流再悬浮后运

移分布特征的精细化预测，并再经过原位监测数据

进行模型修正，通过反复验证模拟结果，提高模型模

拟精度，为科学评估沉积物羽流模拟结果提供科学

保障。
（３）深海采矿系统结构复杂、操作难度大，深海

环境复杂多变，采矿过程可视化困难。 发展深海数

字海洋技术，建立深海采矿动态数字孪生系统，构建

采矿区高精度、多尺度数字仿真模型，集现状评价、
预测模拟、调控管理于一体，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

监测和历史数据等来反应深海采矿过程的实施状

态、环境影响程度、历史演变趋势等，助力深海采矿

区的开发和环境保护。
（４）目前沉积物羽流影响研究多集中在羽流产

生的源强计算、沉积物羽流的迁移扩散、底边界层理

论和模拟研究、沉积物羽流动力学参数等，很少关注

沉积物羽流对生物物种的扰动影响。 深海生态系统

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因此在数学模型中还应该考虑

上升流、季节性变化、生态系统变化等的相互联系。
我国目前在多金属结核收集和开采技术、基线

调查、深海环境管理和保护等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工

作，但仍未在实验区开展正式的采矿扰动实验，针对

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尚未建立，沉积物羽

流影响的评价标准和评价阈值还没有确定。 对于深

海采矿沉积物羽流产生的影响机制、再悬浮过程机

理、影响程度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未来可以在精细

化的深海沉积羽流模型、深海采矿环境影响监测和

深海采矿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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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ＹＡＮＧ Ｂ， ＹＡＮＧ Ｆ， ＬＩＡＮＧ Ｂ Ｃ，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Ｊ］ ．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ｇｉ⁃



·４８４　　 · 应 用 海 洋 学 学 报 ４３ 卷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２４８： １１０８３９．
［６１］ 　 ＬＩＮ Ｙ， ＷＥＮＧ Ｚ Ｘ， ＧＵＯ Ｊ，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ｎｏｄｕｌ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３， １１（１）： １０．
［６２］ 　 ＬＩＵ Ｓ Ｈ， ＹＡＮＧ Ｊ Ｍ， ＬＵ Ｈ Ｎ， ｅｔ ａｌ．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３， １１（７）： １４５８．
［６３］ 　 刘港慧， 刘磊． 深海采矿细颗粒羽状流数值模拟研究［Ｊ］ ． 海洋工程， ２０２３， ４１（５）： １５０⁃１６０．

ＬＩＵ Ｇ Ｈ， ＬＩＵ 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ｌｕｍｅ ｆｌｏｗ ｉ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Ｊ］ ．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３， ４１（５）： １５０⁃１６０．
［６４］ 　 ＨＡＹＥＳ Ｓ Ｐ．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ＤＯＭ ＥＳ ｓｉｔｅｓ Ａ， Ｂ ａｎｄ Ｃ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Ｍ］ ／ ／ ＢＩＳＣＨＯＦＦ Ｙ Ｌ， ＰＩＰＥＲ Ｄ Ｚ．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ｎｏｄｕｌ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７９（９）： ８３⁃１１２．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ｓ

ＷＡＮＧ Ｃｕｉ， ＤＩＮＧ Ｙｉ， ＬＵＯ Ｙａｎｇ， ＫＵＡＮＧ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ｗｅｉ∗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ＮＲ， 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０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ｅａｂ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ｅａｂｅｄ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ｓ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ｓ ｉ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ｉｒ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ａｂ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ｗｉｌｌ ｃａｒｒ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ｎ ｓｉｔ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ｈｏｔ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ｅ．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ｉ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
ｅ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ｌｕ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ｓｉｔ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ａｎ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ｅｔｃ．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ｎｒｉｃ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ｓｉｔ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９７２．２０２３０５３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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